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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7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其中一

个代表就是“晚、稀、少”政策。“晚”指结婚年龄，女性不低于 23岁，男性不

低于 25 岁；“稀”指生育间隔，两胎之间不少于 3年；“少”指孩子数，建议

每对夫妻最多两个。短短十年间，中国总和生育率由 1969年的 5.7迅速下降至

1978年的 2.7。四十年后的今天，最早一批受该政策影响的人群已逐步迈入老年

阶段。相较上一代人而言，这一群体膝下能照顾他们的子女更少。尽管 2016年

1月我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但此时众多家庭已错过最佳生育年龄，因此计划生

育的影响将长期存在。那么计划生育政策究竟会对我国的老年群体产生什么样的

长期影响？ 

我们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CHARLS），探讨了计划生育政策 对

我国老年人群体（60 岁及以上）生活质量的长期影响。诚然，子女在赡养老人

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少生”未必会降低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其因有二：

一方面，“少生”使得父母能够把更多的资源用来改善自身的生活条件；另一方

面，“养儿防老”并不是养老的唯一手段，父母也可能会采取其它措施来应对养

老问题，例如增加储蓄等。 

一、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照料的影响 

子女对父母的照料方式主要包括共同居住、经济赡养、陪伴与看护等。我们

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子女照料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降低了子女与父

母就近居住的可能性（住在同一村庄或社区的概率下降 8.8%，同一区县的概率

下降 7.6%）；第二，子女赡养父母的转移支付下降约为 395.9 元/每年（占样本

均值的 18.6%）；第三，子女联系、探望父母的频率分别减少 3.08次/每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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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每月。 

和计划生育有关的一个著名理论是“数量—质量”的权衡取舍，即当孩子数

减少时，孩子的平均质量会有所提高。那么这一权衡取舍会如何影响子女对父母

的照料呢？我们发现，这需要区分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来看。虽然“质量”较

高的子女收入更高，可以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经济支持，但由于那些子女一般住得

更远，工作也更忙，探望父母的成本较高，因此他们联系或探望父母的频率反而

更低。 

二、计划生育政策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 

在计划生育的影响下，尽管父母从子女那里获得的经济支持有所减少，但我

们并没有发现家庭总支出减少的证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家庭可以通过增加储蓄

为老年时期的消费提供资金保障。我们同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会影响家庭的支

出结构，人们会在衣食住行上会花更多的钱，在有关健康方面的开销有所减少。 

我们的核心发现之一，是计划生育政策对父母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有着截

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计划生育对父母的身体健康或没有任何影响，或影响略

为积极；另一方面，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愈深，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愈不容乐观，

尤其母亲或农村父母的抑郁症状表现更为严重。老人们更倾向于报告如下三种感

受：“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感到孤独”、“感到不快乐”。我们推测缺少子

女陪伴往往是造成抑郁的主要原因。 

为什么计划生育政策对父母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不一？我们认为，两

个因素部分抵消了“少生”对父母身体健康的负面影响：第一，在“数量”与“质

量”的权衡下，孩子数的降低会使得单个孩子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收入水平更

高，因而能够为父母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第二，“少生”使得父母在工作年龄

期间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以保障退休后的生活。但以上这两点并不能改善父母

的心理健康，在“晚、稀、少”政策的影响下，不但子女总数会出现降低，同时

因高教育、高收入的子女和父母的距离普遍更远，单个子女联系及探望父母的频

率也更少。此外，钱是可以“攒”的，但子女的陪伴是无法积攒的。 

三、计划生育政策的异质性效应与福利不平等 

计划生育政策对于不同的人群有怎样不同的影响？由于“晚、稀、少”政策

对所有家庭实施近乎一刀切的规则，政策前生育率较高的家庭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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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发现，受此影响，这些家庭的消费增幅更大，但他们和子女同住或就近生活

的可能性也降低得更多，母亲报告抑郁症状的概率上升得也更多。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例如农村家庭、受

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往往会生养更多的孩子，而这些相对“脆弱”的家庭也往

往难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然而，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生育限制，对这些社

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产生了更大影响。因而，计划生育可能会给社会福利不平

等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四、结论与建议 

我们以中国 20世纪 70年代初期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为例，利用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评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长期影

响。研究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对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或无影响，或有轻微的积极影

响；但受政策影响较大的老年人更容易出现抑郁症状。考虑到中国当前的老年自

杀率是世界平均老年自杀率的 2倍之多，是我国人口整体自杀率的 4-5倍，我们

呼吁社会各界应更多地关注老年人的心理状况，同时要考虑到计划生育政策对不

同类型家庭的异质性影响，政府需优先出台相关政策以应对这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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